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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6_B3_95_E5_c122_484002.htm 一、问题：撤销、确

认违法和变更是行政法律责任形式吗？ 自20世纪90年代行政

诉讼制度确立以来，行政法律责任一直是中国大陆行政法学

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根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同

，它又可分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人的责任以及

行政相对人的责任三种。 或许是受西方行政法系控权法的价

值观使然，中国大陆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置于行政主体的责

任。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

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

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仅包括行政损害赔偿

责任，在责任形式上，它几乎囊括了所有行政违法、行政不

当及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撤销、变

更均是重要的责任形式。然而，在诸多的域外行政法律文件

和行政法学著述中，我们几乎无从发现“行政法律责任”这

一称谓，与之比较接近的一个概念是“行政损害赔偿责任”

，它在各国立法及公法学说中则具体化为“政府责任”，“

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它的涵

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后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国大陆行政法中的行政法律责任

的涵盖的范围显然比西方行政法要大的多，后者大致相当于

民法中的侵权责任。 为什么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概念中

、外行政法学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在当下中国以西方法

制为师、大量移植西方法的法治化图景中，人们很容易从西



方法学的“成熟”与“稳健”、以及中国法学(尤其是行政法

学)正处于“蹒跚学步期”的对照中，得出中国行政法学的“

幼稚”之名。事实上，大陆法系行政法上的行政处分(行政行

为)概念滥觞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尽管在长期的演化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涵义和功能，但其基本理论应与民事法律

行为相衔接，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是一个效力要件是

否具备的问题，而民事责任则关系到“强制”与“担保”，

两者不可混淆，因此，将撤销和无效看作行政法律责任的形

式是不正确的，这反映了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研究的不够成熟

。但就此指责中国行政法学“幼稚”，显然证据不充分，因

为就特定问题所形成的观点而言，思想是很难统一的，也不

必统一。 二、方法：刑法学、民法学对责任的诠释及研究路

径 在法律责任的相关研究中，刑法、民法学者们为人们提供

了蔚为大观的理论。 大陆法系的刑法(学)自近代责任主义原

则确立以来，责任论每被认为是犯罪论的核心，无责任则无

刑罚，是以犯罪之认定判断，无法缺少责任，否则不能认定

犯罪成立，并予以刑罚，在这种背景下，大陆法系刑法学对

刑事责任的认识趋于一致，即将刑事责任进行二元定义，称

为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和特定意义上的刑事责任。 在民法

中，民事责任虽不像刑事责任那般“地位显赫”，但却是债

法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陆法系民法学的通说认为

，责任随债务而发生，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债是指应为一定

给付之义务，而所谓责任则是指强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亦

即履行此项义务之担保。债与责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债为

当为，责任为强制；债是责任之前题，责任是责之结果。债

永远存在，但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的则不再存在。 大陆法系对



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诠释展示了法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路

径，是对法律责任“复眼”式的认识。这两种方法界分的哲

学前提是新康德主义所谓的“方法二元论”。在事实与价值

被相对严格界分的基础上，法律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被认为是

实证的法规范，法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法律家在法律推理

、适用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认知模式。因此，法学研究的要

义首先在于对基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构造进行

精确的界定。这是一种价值中立、逻辑中心主义的规范分析

路径，它以分析实证法学的逻辑分析、语义分析为核心，成

为法律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大陆法系法学对一般意义上的刑

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分析，就运用了这种方法。在这种方法

中，法律责任(而非道德上的责任、政治上的责任)的意义须

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得以说明，因此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法

律关系。 但是，上述研究路径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法

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它只是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解决了

法律责任规范的内在机理，但它无法回答“人们应当基于何

种理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具有价值判

断性质的问题。因此，为了求得对法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

，导入某种价值分析的路径是必要的。 从法的现象的角度看

，法的构成因素由价值、事实和逻辑组成，分别以这三个因

素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囊括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

的法学方法论。法律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

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

律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

史法学等学科；法律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

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



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方法

论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

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上述三种法学方法论

均为法学作出了独特的知识贡献，但它们各自只能就法的部

分因素作出解答，因而均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正如博登海

默所言：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

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第一间房间、凹角、

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三、反思：行政法律责任研究中的误区 

由于对法学研究方法认识的模糊，中国行政法学在行政法律

责任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一种缺乏章法的“综合立场”(

而非多元研究立场足够成熟，足够深刻基础上的综合)。 在国

内诸多的研究法律责任的著作的开篇，学者们均借鉴了分析

法学的基本方法--语义分析的方法用以剔除法律责任概念在

语义上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一种学术规范，这似乎已成为不

可逾越的教条。但分析法学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坚持。

研究者们很快就放弃了谨慎的分析立场，而将法律责任的研

究导入至宽泛的社会责任场域。对行政法律责任的研究也是

如此。 中国行政法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

效和变更均是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这实际上是将社会意义

上的“角色责任”等同于“法律责任”。 英国法学家哈特在

他虚构的沉船事件中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了“角色责任”与“

法律责任”的关系。哈特指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

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

的地位或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无论何时，一个人占据了

一个职位，就可以适当地说，他对履行这些义务负有责任，

或有责任去做履行这些义务所必须的事情。这种义务就是一



个人的角色责任。角色责任既不是法律的责任，也是不是道

德的责任，辟如“一个旅店老板使其顾客舒适的责任，一个

裁判员控制运动员的责任”。 从行政主体“扮演”的社会角

色而言，依法行政原则课以行政主体的义务就是其角色责任

中的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似乎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就是其

角色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得出只要行政行为违法就产

生法律责任(撤销、无效和变更)的结论，那么，就会导致法

律责任的泛化(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学已经形成这种局面)

。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效力要

件的缺陷，这几种情形实际上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法律行

为所意欲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如果将其视为法律责

任的形式，那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也必然产生民事

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一系列理论规范问题的混乱。这种做法

也与将行政法律责任定位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

“消极性后果”的概念自相矛盾，难道行政行为的撤销、无

效和变更就一定对行政主体“不利”？！基于法治的立场，

我们可以说撤销或变更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纠正了行政主

体的错误，这无论对于行政主体、相对人或是社会来说都是

大有裨益的。一个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是否具备，这是

一个法律逻辑、形式层面的问题，它是“价值无涉”的；而

“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则是一种价值评价。将这两

者相混同用以阐释行政法律责任，逻辑上难以自洽。 从严格

的规范分析的角度(从法律学所具有的教义性质的角度)言之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其行为被迫向相对人赔偿

”的全部要件是否已经具备的问题，行政主体“角色责任”

只是法律责任的前提或条件之一，它说明了行政主体的“身



份”对于法律责任的意义，也就是说“角色责任”是行政主

体法律责任的要件之一(按照哈特的分析，法律责任的完整要

件应包括“角色责任”、“因果责任”和“能力责任”)。基

于此，大陆法系行政法将行政责任等同于行政损害赔偿责任

。由于受到民法教义学的深厚影响，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中的

责任并不具有较多的理论“个性”，它的内在逻辑机理与民

事责任趋于一致。 从行政法律责任的研究现状看，中国大陆

行政法学在总体上尚未自觉认识到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

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作为一门规范性质的学科，法律学以法

规范为其核心研究对象，法律实证主义(分析实证法学)为其

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着重于法规范本身的逻辑及

形式层面的阐释，致力于对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精益求精的

追求，它为法律生产精致的“零件”，为司法推理提供基本

的逻辑方法，乃至为铸造法律人的思维作出了莫大贡献，但

它同时又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考量，在实证规范的约束下寻

求价值的客观化，从而避免沦为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另外

，法律学还应该是一门具有教义性质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

的认知过程必须受到预置规则的限制，而不能流于形而上或

本体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因此，对于法律基本概念的

研究不能忽视基本的研究规范和传统理论而任意地自行创设

，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混乱和无序。 中国大陆行政法

学将行政法律责任“泛化”的研究倾向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

忽视了这一法律基本概念的“教义”性质，从而将责任的规

范研究导向社会学(而非法律学)的歧路。 或许是中国的社会

现实对法治建设的急迫需要，在当今中国众多的法学研究成

果中，社会实证取向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如法社会学、法



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均被人们视为法学研究中的大手笔。

但是，对法律规范、法律概念本体进行精确阐释的研究路数

却容易被人们蔑视为概念法学而嗤之以鼻。这或许是缺乏深

厚学术积淀的中国法学的一大悲哀。对于根基不深的中国大

陆行政法学而言，就其基本概念、基本规范进行精确的分析

和界定并不是一项业已完成的任务，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多

元化的局面亦尚待形成。中国的行政法学不仅需要具有恢弘

气势、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譬如有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研

究)，更应当倡导一些谨慎、小心求证的分析路径。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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